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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尧表达与民众反抗
要要要以抗战前江苏省民众与乡镇保甲长的冲突为例

杨红运

（天津外国语大学 思政部，天津 30020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影响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89）

揖摘 要铱 抗战前江苏省保甲制度推行过程中袁因乡镇保甲长滥用权力袁侵害民众的生存利益袁引发了民众与乡镇保

甲长之间不同程度的冲突遥 在反抗乡镇保甲长不法行为的过程中袁民众通过国家政权尧士绅网络以及乡村伦理来向政治

权力系统表达其利益诉求袁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乡村权力恢复平衡态势遥 从根本上来看袁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近代转型及其

引发的张力袁正是民众与保甲长不断冲突的深层根源遥 同时袁民众反抗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权力扩张的限度与方

式遥 在与乡村社会不断调适的过程中袁国家权力呈现出波浪式扩张的图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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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and Expression and People爷s Revolt
———A Case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Town Mayor

in Jiangsu Province before the Anti-Japanes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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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implantation of Baojia system in Jiangsu province before the an-

ti-Japanese War, because the town mayor and the Baojia Zhang abused their power and damaged the interests

of people's survival, causing varying degrees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town mayor and the Baojia

Zhang. In the process of revolting the town mayor and the Baojia Zhang, people expressed their interest de-

mands to the political power system through the government, the gentry’s network and the rural ethics,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promote the rural power to restore the balance situation. From the fundamental point of view,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resulting tension

were the deep roots of the long continuous conflict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town mayor and Baoji Zhang. At

the same time, people's revolt put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the limits and methods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state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adjustment of the state power and rural society, the state power had showed

a picture of wavelike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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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早期的中国兴起了“国家政权建设”。国家为了与广大乡民建立更为直接的关系，行政权

力开始向乡村渗透，乡村社会经历着“全国性制度取代非正式地方实践的过程”。1 该过程中引发了国

家政权与基层权威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以绅士为中心的地方社会结构的解体”。2 关于乡村权力

变动中乡村精英的角色，学者们进行了诸多讨论。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费孝通从双轨政治的角度分

析了士绅与保长的关系。他认为，保甲制度的推行破坏了原有社区的单位，堵住了自上而下的政治轨

道，导致了基层行政的僵化3。胡庆钧从政权与绅权平衡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保长的尴尬地位，认为保长

虽然还要受到士绅的节制，但其主要已沦为政权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工具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

界对此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讨论。如杜赞奇从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考察了 20 世纪上半叶华北乡村权力

结构的变动：那些“保护型经纪”精英（代表社区利益的尧保护村庄免受国家侵犯的精英）逐渐被“赢利

型经纪”人物（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的精英）所取代，进而导致了乡村政治日趋恶化，国家政权陷

入内卷化5。王奇生从政权下乡的角度考察了乡镇保甲长进退两难的境地，指出乡村社会陷入了国家

政权与基层经纪人双重榨取下的动荡深渊6。黄宗智从国家、士绅和村庄的三角关系角度来理解士绅

的作用，认为理解华北抑或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社会必须基于“士绅社会—地主和中央集权的结

合”7。萧凤霞运用“细胞化社区”概念分析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她指出，传统中国村落远离行政

中心，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国家政权利用地方精英网络控制基层社会，但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农村社

会完成了从相对独立到行政“细胞化”的转变，造成了“社区国家化”。戴慕珍通过对集体化时期粮食征

购的分析，认为地方干部与农民之间存在着“庇护—依附”的关系 8。

上述关于 20 世纪以来乡村精英的多重角色的分析对于理解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无疑具

有相当的诠释力，它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如果将关注

目光仅仅放在处于权力金字塔尖的地方精英，就会遮蔽很多复杂面相。因为“不考虑多数人，就不可能确

定少数人。着重研究少数人取得多数东西的可能性并不表示多数人从政治变化中得不到好处。”9 事

实上，民众绝非国家政权和地方精英可以任意摆布的小卒，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非正式约束，致使“村

庄中居于统治与支配地位的村庄领袖，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有着种种无奈与被迫的

行为”。10 抗战前江苏省是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该省保甲制度为推行最为有效的省份之一。11 档案、

《江苏省政府公报》、《申报》以及相关回忆录等资料中都留下了大量关于保甲制度的文字。尽管这些不

同立场的材料叙述方式和重点有所不同，甚至有所偏差，但我们仍可以从不同资料中寻找其“交集”，

以便讨论趋于客观。为此，本文以有关抗战前江苏省民众与乡镇保甲长的冲突事件为分析对象，从一

个微观视角透视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互动关系。

1［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和乡村》，岁有生、王士皓译，中华书局，2008 年，第 312 页。

2 张 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开放时代》2001 年第 9 期。

3 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 年，第 51-54 页。

4 胡庆钧：《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于吴晗、费孝通编著《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9 年，第138-139 页。

5［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中文版序言

第 2-3 页。

6 王奇生：《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民国档案》2006 年第 1 期。

7［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 年，第 330 页。

8 张要杰：《国外学者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成果述评》，《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

9［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第 15 页。

10 渠桂萍：《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的民众视角》，《光明日报》2012 年 1 月 19 日第 11 版。

11 王奇生：《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民国档案》2006 年第 1 期。

2016.5

80- -



一尧 基层行政权力的滥用院抗战前江苏省民众与乡镇保甲长冲突的缘起

为了应对镇压中共乡村革命和乡村社会危机，1932 年，国民党政权首先在鄂豫皖等国共斗争最

为激烈的地区推行保甲制度，随后扩展至江浙湘等 13 个省份。1933 年，江苏省通令有中共频繁活动

的地区举办保甲，认为“查厉行保甲，为肃清赤匪之根本办法之一，其业经遵章办理保卫团各县，应即

督饬认真施行。”1 1934 年 2 月，在参酌鄂豫皖“剿匪”司令部各县编组保甲户口条例的基础上，江苏省

颁布了《江苏省各县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规程》，作为推行保甲制度的指导性文件。同年 6 月，该省保甲

制度首先在江北举办，随后扩展至江都和江南地区。江苏省保甲经历了筹备、编查、训练和运用四个阶

段。1935 年 12 月，江苏省保甲编组基本完成。抗战前，江苏省完成了乡镇长和保长训练，约54%的甲长

接受了训练 2。保甲推行完成后，江苏省运用保甲推行各项政令，自保甲编查到运用的整个过程中，民

众与保甲长之间的事件频繁发生。冲突的表现形式既有日常纠纷，也有控诉、请愿、示威、烧毁工棚、分

粮以及暴动等；冲突规模少则两三人，多达数千人；从冲突过程来看，冲突一方可能会诉诸法律或暴力

惩罚，甚至矛盾升级到民众捣毁区公所、县政府等严重事件3。大致来看，这些冲突无不与乡镇保甲长

侵害民众利益有关，其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乡镇保甲长曲解保甲法令，致使乡民受罚。《江苏省各县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规程》规定了保

甲长与民众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该《规程》指出：“甲长由本甲内各户长公推一户长充任，保长

由本保内公推一户长，充任甲长不得兼任保长，乡镇长由保长对于保长内公推一人兼任”。乡镇保甲长

推选后，应当督率所管区域的居民从事保持地方安宁和推进自治等事项。遇有“须本保本甲共同协力

时”，保甲长可以随时召集所属区域内的民众分配任务。这些事项既包括清查户口、编制门牌、召开保

甲会议和执行保甲规约之类的保甲日常事务，还包括救灾、构筑工事和协助军警搜剿盗匪之类的特殊

事务。对于民众而言，他们必须检举“纵逃犯或反动份子”，否则，将会受到法律严惩，而所属甲长和联

保之各户若知情不报，也会被处以 4 ~30 天的拘留。此外，民众若不服从保甲长分配的任务，会被处以

4 ~40 元的罚金4。尽管该规程列出了保甲处罚的范围，但如何算违反保甲规程，乡镇保甲长们拥有解

释权和处罚权。武进县发生的两起保甲纠纷案件便可说明这一点。第一个案件发生在 1934 年，该县石

桥镇镇长徐定真以村民徐礼堂撕毁了县政府保护转水河养鱼的布告为由，控告该村民违反了该镇保

甲规约的条款之一“切实奉行政令，服从上级机关指挥，保护公共文告”，导致徐礼堂被县政府传讯，并

被处以 6 元的罚金5。第二个案件发生在 1937 年，该县遥观镇长居耀炳根据甲长戚兰生的报告，得知

临时户居民周三志由第二保第十二甲迁入第一保九甲后，镇长认定房主王文郁违反了保甲规程的条

例，即“遇有情形可疑之人潜入者”应立即向甲长呈报，于是，镇长责令周三志搬出第一保第九甲，王文

郁也被县政府处以 10 元的罚金6。

第二，乡镇保甲长公报私仇，欺压乡民。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改变了原有地方精英们的身

份，“他们的支持系统转向上级，而与地方社会的政治利益的联系迅速弱化。”7 而且，国家为乡镇保甲

1《催令各县办理保甲》（1933 年 1 月 9 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宗号：1001- 乙 -821。

2 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处编：《战时内务行政应用统计专刊》第二种《保甲统计》，1938 年，第 3-25 页。

3 高邮县编史修志领导小组编：《高邮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36 页。

4 江苏省民政厅编：《江苏省保甲总报告》，江苏省民政厅，1936 年，第 35-37 页。

5《武进县徐礼堂诉愿决定书》，《江苏省政府公报》1935 年第 2164 期。

6《武进县王文郁诉愿决定书》，《江苏省政府公报》1937 年第 2510 期。

7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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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代表的乡村精英们提供了强制性的力量，这使得一些乡镇保甲长常以国家名义来公报私仇，趁机

打击与自己有矛盾的民众。1935 年淮安县羊肠乡举办壮丁训练时，乡长杨林试图租借村民查步成和

韩士宽的田地作为训练场，查、韩二人以田地不便践踏为由拒绝了杨的要求。适逢乡民请愿经过羊肠

乡，查、韩二人出于好奇前去观看。这为杨林报复二人提供了机会，杨便控告二人“鸣锣聚众、阻止壮丁

训练，”致使二人被县政府处以 40 元罚金 1。与受到经济处罚相比，有时民众可能面临乡镇保甲长的暴

力威胁，甚至可能会丢掉性命。例如在苏北导淮入海的征工过程中，一些乡保长得到富户贿赂之后，便

不再向富户派工，却把本不该出工的穷人编入征工名册。更有的乡保长对生病不能出工的农民视而不

见，只知一味殴打、强迫其出工 2。又如苏北某县的区长和乡长的滥收捐款，一位农民出于义愤而向上

级检举此事，区长和乡长等差点吃了官司。作为报复，区长和乡长随后派人特意抓了这名农民为壮丁。

经过此事，这位农民哀叹道：“打死也不敢实说了”3。再据赣榆县一些老者的回忆，该县编查保甲时，农

民必须熟记门牌内容和户主姓名，甚至省长、专员、县长、区长的姓名。如果不能记住门牌的内容，往往

要被乡保长打骂。“同乡、保长不睦的人，每查一次门牌几乎都要挨揍一次，所以至今有些老年人，一提

起查门牌的事，还骂不绝口。”在该县“清乡”期间，某村保长认为同村村民张某的小偷小摸行为有损自

家利益，便勾结乡长的弟弟冒充乡长，共同检举张某为土匪，导致张某被保安队抓去枪决4。

第三，乡镇保甲长贪污中饱，谋取私利。1935 年，江苏省保甲组织编查完毕后，开始推行防治盗

匪、禁烟禁毒、征工浚河筑路、缴纳钱粮、强迫识字教育等各项政令，一些乡镇保甲长乘机贪污中饱和

敲诈乡民。时人曾评论道，保甲举办后，土匪活动减少了，但农民所得到的利益并不比损失的多，原因

在于区长和乡保长互相勾结，可以敲诈农民5。在上述各项政策中，尤以征工浚河中乡保长的贪污中饱

最为明显。征工浚河过程中，为了“广开财源”，一些保甲长便向本应免征“代金”的荒地所有者征收代

金，实际上只用少量的雇工，却将繁重的任务压在民工身上。即使到了工地，乡保长也不忘克扣和中

饱，例如他们将民工做土方应得工资克扣下来做生意，强行向民工配售口粮及其他生活用品，拾高价

格，扣压斤两，从中盘剥。在区乡镇保甲长的层层克扣之下，工夫居住在潮湿又阴冷的工棚里，即使强壮

的工夫卖尽力气的一天所得，也仅是两顿玉蜀黍稀饭 6 。1936 年底导淮完工后，一些乡保长巧立“看

堤”和“回头望”等名目，继续向农民摊派，民间因而怨声载道。当时，一些导淮的歌谣便可以说明这一

点，如“导淮，导淮，当官的发财。区长盖楼房，乡长盖瓦房，保长腰儿幌”7。官方同样承认：“如某地最近

之挑河，有乡镇长从中渔利，事先搜罗各保长名戳，假托办理某项公事。而各保之棚蓆费及土资，即可

从中任意打折。而区乡镇长所执之收据，则都实足支出，以达到河工将缓而讼案累累”8。

由上可见，乡镇保甲长的曲解法令、公报私仇以及贪污中饱，其矛头都指向了基层行政人员滥用

1《淮安县查步成诉愿决定书》，《江苏省政府公报》1937 年第 2413 期。

2 江苏省沛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沛县志》，中华书局，1995 年，第 824 页；孙燮成：《不屈的王秉同》，涟水县政

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涟水文史资料》第 2 辑，1983 年，第 1-2 页。

3 子 奇：《征兵新政下的苏北农村》，《中国农村》第 3 卷第 7 期，1937 年 7 月。

4 孙宜武：《往事六则》，政协赣榆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赣榆文史资料》第 6 辑，1988 年，第 43 页。

5 苏 冷：《睢宁的农民生活》，《农村经济》第 2 卷第 8 期，1935 年 6 月。

6 王乃扬：《民国时期涟水导淮工地拾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淮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淮阴文史资料》第 2 辑，1988 年，第 105 页。

7 胡茂功：《我所听说的胡修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泗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泗阳文史资料》

第 8 辑，1992 年，第 44 页。

8 贾中正：《保甲运用之商讨》，《江苏保甲》第 3 卷第 3 期，193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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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正如有的学者所言：“20 世纪前期的乡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持续不断，最直接的导因是地方权势

利益扩张影响到村民的基本生存条件”1。抗战前民众与保甲长的冲突日趋暴力化便是突出的反映。

二尧 民众反抗乡镇保甲长的表达渠道院国家政权尧地方精英和乡村伦理

正如有学者所言，农民的政治行动必须结合生存伦理、镇压制度、暴力强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等来

进行综合考量2。尽管基层社会的政治结构呈现出官强民弱的特点，但并非意味着民众就可以任人摆

布，关键取决于在特定事件中处于弱势一方的民众如何评估自己的价值、能量以及体味自身冤屈，“如

果他们感到已经无法承受来自官的侵害,也会由忍让转为抗争, 运用合法的渠道来讨一个说法，乃至

迫使政府改变决定。”3 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与民众的紧张关系，引起了民众不同程度的反抗。那

么，民众向政治权力系统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可以分为国家政权、地方精英和乡村伦理三种。

渊一冤国家政权的介入与干预

在抗战前江苏省民众与乡镇保甲长的冲突过程中，民众反抗的目标经常会由暴力殴打乡镇保甲

长本人以及捣毁他们的住宅，进而波及至暴力冲击区公所和县政府，这似乎给人们一种印象：“农民愤

怒的自发的取向使人领会到，中华民国的农民意识到政府的压迫甚于阶级剥削。”4 不过，这种观点并

未从政府、精英和民众的三角关系来考察民众的反抗斗争，容易遮蔽相关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在与

乡镇保甲长的冲突过程中，民众既会抗议上级政府对其悲惨处境的无动于衷，但又希望上级政府能够

介入、并抑制乡镇保甲长的滥用职权，为其伸张正义。大致来看，民众诉诸国家政权的形式有控诉和群

体暴力两种，兹分述于下。

（1）控诉 这是民众反抗基层行政人员以寻求上级政府的关注，从而维护和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

手段。就控诉主体来说，大致又可分为个人控诉与集体控诉。前者主要是民众反抗乡镇保甲长侵害其

利益的行动，后者是民众反抗乡镇保甲长危害公共利益的行动，具体案例表明这些上诉一般会得到上

级行政机关的支持。就个人诉讼而言，前述武进县徐礼堂、王文郁、淮安县查步成的三起保甲处罚案

件，都可证明这一点。在徐礼堂案中，民政厅认为，撕毁政府张贴的布告仅属于违反地方订定的保甲规

约范围，但并非属于保甲规程处罚范围，如此“比附援引”是毫无道理的。而且，该县政府仅听凭镇长一

面之词，并传讯该保保长，处分显然属于轻率的。因此，民政厅要求县政府必须退还徐礼堂的罚金5。在

王文郁案中，民政厅也推翻了武进县政府的处分，认为户口异动属于临时户户长周三志的责任，并非

房主王文郁的责任。并且，临时户周三志从第二保迁入第一保，属于正式迁往，与保甲规程所列的条文

“知有情形可疑之人潜入者”并不相符。镇长责令周搬出该甲已属处分过当，向王文郁处以 10 元罚金，

显然属于处分失误，违背了法令的精神6。在查步成案中，民政厅的判决维护了查的诉求。民政厅指出，

保甲规程关于居民分配工作不遵的处罚，仅限于保甲长分配保甲任务方面。而羊肠乡乡长向查、韩二

人借用土地，不过是乡公所与诉愿人发生的私法关系，并不属于保甲工作惩处的范围。故县政府对二

1 王先明：《20 世纪前期乡村社会冲突的演变及其对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4 期。

2 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2007 年第 7 期。

3 吴 毅：《“权力 - 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社会学研

究》2007 年第 5 期。

4［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44 页。

5《武进县徐礼堂诉愿决定书》，《江苏省政府公报》1935 年第 2164 期。

6《武进县王文郁诉愿决定书》，《江苏省政府公报》1937 年第 2510 期。

权力尧表达与民众反抗

83- -



人的处分是错误的，理应向其退还罚金1。除了保甲处罚事件外，民众还通过上诉来反击乡镇保甲长的

其他非法行为。1936 年，当松江保长徐士英雇人挖掘当地两名乡民的祖墓时，诡称“因知该墓无主，拟

议砖石修筑桥路”，遭到乡民们的控诉，导致保长徐被法院审讯2。

就集体控诉而言，民众常用于反抗乡镇保甲长对村庄的敲诈，有两起案例便可说明这一点。第一

起案例是关于启东乡民控诉乡长阳汉奎的勒诈。事情起因于 1930 年，时值盗匪骚扰，第一区乡民组织

起自卫团，捕杀了几名匪首。5 年后，乡长阳汉奎串通了被处死匪首的家属，控告当年的自卫队员曾存

在着吓诈的行为。乡民们得知此事后，群情激愤，联名控诉。最终，阳被地方政府逮捕法办3。第二起案

例是乡民控诉甲长单仲权的勒诈。1936 年 3 月，村民在呈文中声称，单平日行为极其恶劣，为乡人所

不齿，村民敢怒不敢言。单窃据甲长职务之后，更是肆意敲诈。1935 年底，单强行向村民摊派，要求村

民每亩田地及每头耕牛须缴 2 角。单被公安分局拘留后，承认了敲诈自肥的劣行，因而被逮捕法办 4。

值得注意的是，普通民众通过上诉来反抗乡镇保甲长的不法行为，似乎给我们一种“上诉便可成

功”的假象。考虑到民间社会长期盛行的无讼传统，普通民众识字有限，上诉又耗费精力等因素，再加

上上述文字材料难免成为政府和报社留下的“成功”审判记录的“展示”，这使得民众通过上诉以达成

利益诉求的机会相当有限。

（2）群体暴力 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说：“民间流行的正义观念，会以新的方式引起争议，但自有其

理性与现实的基础，越是偏离这一基础，便越需要诉诸欺骗与暴力。”5 当乡镇保甲长的不法行为严重

危害广大乡民的基本利益时，便是偏离了乡村社会的公正观念，促使民众诉诸群体暴力。不过，在反抗

乡镇保甲长的非法行为时，民众更多扮演一种求情者的角色，他们希望上级政府类似传统社会的“父

母官”或“青天”，能够为其倾听和解怨6。因此，他们竭力将乡镇保甲长与上级政府区分处理，以期赢得

上级政府的支持。当上级政府不能倾听其诉求时，民众便会将不满的怒火发泄到该级政府头上，并进

而诉求更上一级政府机关的介入和仲裁。在抗战前江苏省的租佃纠纷和征工浚河纠纷的民众反抗斗

争都可说明这一点。1935 年吴县一些地方水稻收成因为虫害而损失严重。1935 年底至 1936 年初，受

影响佃户请求政府能够减租和缓征。为此，民众先是请求乡镇公所请愿，希望乡长能够救济他们，并领

导他们请愿。在和平请求遭到拒绝后，数千民众开始袭击乡镇公所以及乡镇保甲长的私人住宅。随后，

县长作出反应，派保安队前往镇压抗议者，同时下令租栈减租，这结果导致佃户更为频繁地聚众示威，

殴打政府官员、警察和兵丁 7。1936 年 4 月，县长给受灾最严重地区再行减让 20%，暂缓催缴前 3 年租

子，并表示将宽恕佃户以前的“越轨”行为，要求地主与佃户以谈判方式解决纠纷，风潮渐趋平息 8。又

如 1936 年灌云征工浚河纠纷中，为了反抗乡保长贪污和克扣河工工费，民众首先发动了数百名民工

抗工，要求提高生活待遇，迫使乡长与县政府交涉，直至县政府让步。7 月，灌云六区的民众结队向县

政府请愿，抗议乡保长仗势欺农，县长并无意解决。随后，数千民众以“反贪污，反克扣”的口号发动了

1《淮安县查步成诉愿决定书》，《江苏省政府公报》1936 年第 2413 期。

2《松江保长掘墓被控拘解》，《申报》1936 年 4 月 9 日。

3《启东乡长吓诈被捕》，《申报》1935 年 6 月 14 日。

4《昆山甲长勒诈乡民被拘》，《申报》1936 年 3 月 5 日。

5［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京、杨念群、刘鸿辉译，华夏出版社，1987 年，第 383 页。

6 吴毅：《“权力 - 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社会学研

究》2007 年第 5 期。

7［美］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林枫译，上海书店，2005 年，第 293 页。

8 邓翔海：《七十浮生尘影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84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 年，第 49-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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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暴动计划，他们殴打了一名区长，吓跑了其他区乡长。最终迫使地方官吏承认有错误，并取消了粮

食高价配售，并提高了土方单价，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乡保长的贪污中饱行为1。

渊二冤士绅的调解与约束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国民党推行保甲制度后，国家向乡村渗透的压力加大，那些代表地方利益的

精英退出了乡村政权，从而留下了权力真空，地痞流氓趁机把持乡村政权，滥用权力，导致民怨沸腾 2 。

不过，就笔者查阅的资料来看，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公正士绅退出乡村政权，只是意味着他们影响

乡村政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他们便退出了乡村政治舞台。事实上，即使士绅离村居住城

市，也不会完全隔断与乡村的联系，因为他们在乡村拥有自己的土地，一些士绅常常回乡度假，兴办教

育和实业，推动乡村社会变革3。因此，“（地方士绅）这种退出并不是简单离开政治舞台，而是在谋求更

高职位、更大范围的权力空间。”4 费孝通对江村的调查也可证明这一点，保甲制度推行后，为了避免

与上级政府打交道，原来的村长陈先生辞去了职务后，便推荐了自己的学生周先生接任，但陈“仍是事

实上的村长，并依旧负责社区的事务”5。

以抗战前江苏省民众与保甲长的冲突而言，也不乏地方士绅活跃的身影，其表现如下。一方面，地

方士绅担任了商会会长、教育局长、编查委员、区长等等较高的行政职务，并凭借自己的威望来监督乡

镇保甲长，调解民事纠纷。抗战前曾担任涟水第五区区长的谢公让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谢出生于一个

富商家庭，祖辈和父辈均苦读经史，深明大义。1930 年，谢考上了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担任了区长。

在任区长期间，谢为人平和，正直廉洁，从不欺凌贫弱。遇到民事纠纷时，谢要么会亲自调处，要么会责

成当地乡、保长就地解决，“当事双方，无不感激涕零”6。同样，曾担任镇江实验区区长的郭培师，是一

个名望颇佳、很有抱负的名流。早年郭受到陶行知的晓庄师范以及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影响，

毅然放弃高薪和担任县长的机会，却选择担任了一名区长。在区长任上，郭正直清廉，平易近人，常形

同商贩，走村串户，了解民间疾苦。办理保甲事务时，他注重用教育的方法推行保甲制度，不再提倡保

甲规约和联保切结。他鼓励让乡保长和学校校长互相兼职。鼓励乡民若遇到麻烦，可以去找乡保长，乡

保长有事可以去找民众，受到民众好评 7。1935 年，松江县一起乡民与乡保长冲突案例，更是清楚展现

了士绅的调解作用。该年 9 月松江县征工抢修海塘工程，开工一星期后，乡民未见到工资，颇为焦急，

便集体罢工，并向塘工局请愿。在此过程中，民众被乡保长言语激怒，他们将乡保长捆绑在电杆上。在

士绅的调停下，乡民同意释放乡保长。随后，县府表示将监工员撤职，乡民们的愤怒才算平息8。

另一方面，一些士绅还通过个人威望和国家法律来抑制乡保长的滥用职权行为，有力缓解了乡村

社会的冲突。泗阳士绅胡修珍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胡修珍生于 1895 年，自幼在家中读四书五经。辛亥

革命后，胡考取了江苏省法政大学法律系。大学毕业后，胡曾担任过宿迁县承审员，并随北伐军打到郑

州，后因马受伤退隐乡里。1933 年，在县长的动员下，胡担任了泗阳第三区区长。1936 年苏北导淮期

1 中共灌云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灌云县地方史（第 1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年，第 53-54 页。

2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 1 卷（1800-1949），学林出版社，2006 年，第 401 页。

3 金太军、施从美：《乡村关系与村民自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63-64 页。

4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23-124 页。

5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41 页。

6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102 页。

7 王 化：《陈家港谢氏宗族史话》，政协响水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响水文史资料》第 9 辑，1994 年，第 85-87 页。

8 杨伯举、刘大卫：《我们所了解的郭培师先生》，滨海县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滨海文史资料》第 3 辑，1993 年，

第 52-54 页；郭培师：《如何做区长》，《服务》1939 年第 1 卷第 4 期。

9《松江抢修海塘抚慰征工》，《申报》1935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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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尽管别的地方乡保长贪污克扣成风，但胡到工地都是自己付费，“由于他带头不贪，乡保长就不敢

乱动，因此，三区民工生活就比别的区好的多。”1 有时，士绅还会通过法律来抑制乡镇保甲长的不法

行为。1934 年，六合县陈堡桥乡的一起庵房纠纷案件即为例证。师范毕业生徐润芝欲借用延寿庵办

学，却遭到了乡长黄富年的阻挠，原因在于黄想独占这座庵房。为此，黄向县政府报称“徐润芝胆大妄

为，未经批准擅自办学”。面对黄的挑衅，徐决定通过上诉来反击，他以确凿的证据向县政府揭发了黄

搜括民财和欺压百姓的罪行，导致黄在为其母祝寿的当天被县政府惩戒2。当江苏省要求保甲长检举

烟民时，无锡西水关保长项兰初，以私藏烟土等罪名屡次敲诈裴某（曾任无锡知县裴大天之孙）。1937年，

裴的妻子不胜其扰，托人向省呈诉。在省政府派员介入下，无锡县派警察传讯了项，使其受到法办 3。从

这件事也能看出，如果不是裴的妻子借助这种士绅网络，通过自上而下的施压，裴的诉求未必能如愿

以偿。

渊三冤乡村伦理的约束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农民行为的最大约束力来自于道德。乡

里发生纠纷时，乡民更多诉诸于礼俗传统而非法律4。在村庄内部有一套相对有效的规范和习惯，村庄

领袖和村民都必须遵守这种机制，不遵从者往往会被边缘化。为此，“村中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并不急于

将自己的优势用尽，而是注意平衡与村庄邻里的关系。”5 那些违背乡村伦理的村庄领袖，往往会受到

村民的谣言、流言蜚语、嘲笑甚至公开谴责等形式的非正式约束6。因此，无法脱离乡村社会的乡镇保

甲长必须顾忌乡村伦理，否则，就有可能遭到民众的各种反抗。

舆论作为乡村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它约束着村庄权势人物的言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得到大

多数村民的赞成，他将到处受到尊敬和赞扬，因此不赞成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抵制。”7 在抗战前江苏省

保甲推行过程中，不少农民因距离保甲长家较远，不愿逐日奔走而荒废生计，便不向保甲长报告户口

异动情况，甚至觉得保甲长查询是多管闲事。一些民教工作者注意到保甲长的尴尬地位，当有人以保

甲长身份向民众说话时，民众非但不听，反而用冷语讥讽8。一些民众曾嘲笑陪同政府官员抽查户籍的

乡保长乃“出风头，拍马屁”，“查户口，乃贱役，本乡乡约地保之事，乡保长居然亲执其劳，未免太自贬

身价了。”民众这些反应让乡保长“脸上总不免忸怩之色”9。可见，民众对保甲长权威的话语表达，显然

是乡镇保甲长必须顾忌的重要力量。

当乡镇保甲长严重危及乡村社会的公正观念时，他将会面临民众的集体反抗。“如果它（社会公

正）遭到不合理的攻击，攻击者迟早会被发现，全村人都要惩罚他。”10 其一，乡镇保甲长恃强凌弱酿成

的民间冤屈会成为民众反抗的一个导火索。1935 年，淮阴县第四区的甲长王尹萌与村民李某发生口

角时，他开枪打死了李某的两名家人后逃逸。案发后，李某家人大为不平，便向县政府报案。县政府前

1 胡茂功：《我所听说的胡修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泗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泗阳文史资料》

第 8 辑，1992 年，第 43-45 页。

2 徐家杰：《缅怀先父徐润芝》，六合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六合文史资料》第 2 辑，1985 年，第 26 页。

3《无锡保长索诈被逮》，《申报》1937 年 4 月 8 日。

4 刘中一：《村庄里的中国：一个华北乡村的婚姻家庭生育与性》，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6-17 页。

5 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

6［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和乡村》，岁有生、王士皓译，中华书局，2008 年，第 21 页。

7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沈炜、秦美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45 页。

8 陈燮声：《兼任保长吗？》，《乡村教育》1936 年第 2 卷第 2 期。

9 孙家宝：《乡镇丁之存废与保甲推进关系》，《江苏保甲》第 1 卷第 24 期，1936 年 1 月。

10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沈炜、秦美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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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勘察时，乡民多为李家人呼冤。为了宣泄公愤，乡民自发地将王家的粮食、物器搬运售卖，供给李姓

收殓死者1。类似事件也发生在江都县。1935 年，该县第五区的甲长石德泉，检举村民章忠元有写恐吓

诈财信情事，导致章被判处 6 个月徒刑，两家自此结下了仇怨。当章忠元刑满释放后，他的哥哥与甲长

的父亲石大元发生口角。作为报复，这名甲长又诬告章的哥哥有偷窃嫌疑，导致章的哥哥也被解送到

县政府。章母眼见两个儿子都遭到了甲长的控告，便于一天夜里在石家门前倒地气绝。章母娘家闻讯

后，约集了百余名纺线妇女，前往石家理论，共同向甲长施压2。其二，乡镇保甲长为富而不仁的行为也

会引发民众的集体抵制。1936 年，海门光明乡乡长姚新以创办“善仓”积粮备荒为名，农民征收了 20

多石麦子。第二年，该乡发生春荒时，农民纷纷向姚新借粮，遭到了姚的拒绝和辱骂。于是，10 余名乡

民手持棍棒和扁担闯入姚宅，打开“善仓”分粮。其他乡民闻讯后，也手持器具，搬走了仓库里的粮食。

姚看到农民的来势凶猛，只得顺从 3。此外，乡保长干预民间习俗的行为也可能会引发集体暴力。1937

年春节期间，昆山绿葭浦村村民准备开演神戏，遭到了该村保长吴彦贞的劝阻，乡民群起将吴打伤 4。

由上可见，国家政权、士绅网络以及地方伦理是乡村社会制约保甲长滥用权力的三种力量。正是

这些约束力量的存在，基层权力失控态势被重新恢复平衡，国家与乡村的紧张对抗才得以缓解。

三尧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调适院民众与保甲长冲突事件的历史解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民众与乡镇保甲长的冲突及其解决过程，也恰是国家权力、地方精英、乡

村伦理等各种力量介入与博弈的过程。更进一步讲，它正是国家与乡村关系近代不断调适的一种反

映。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宏观背景来分析乡村社会冲突的历史逻辑。

首先，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近代转型及其引发的张力，正是民众与保甲长不断冲突的深层根源。传

统中国的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是比较松散的。中国古代，面对广袤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国家权力的边

陲是县级，“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

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5 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共同活动大多是消极的或者防患性的，

并且受传统秩序支配。村庄领导人的职责是保证现有秩序不受挑战6。“如此利用地方权威结构，必然

冲淡政治体制对人民的直接影响。政权机构离一般臣民比较遥远，人们大多通过身边比自己地位高的

人才能感受到其影响力。”7这种不成熟的和组织水平低下的乡村社会，维持了传统国家较低水平的资

源汲取，因此，国家没有能力采取积极的措施干预乡村社会，更不可能扶助乡村农业的发展。 8

20 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危机的存在，使得国家政权开始调整其与乡村的关系。为了加强对社会

资源的汲取和控制，国家政权加大了对乡村社会的整合。1927 年，国民党执政后，改组乡村的目标更

为雄心勃勃。一方面，它希望弱化乡村精英的权力，进而扩大国家在乡村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它希望

向民众灌输民族主义观念，使得隶属于村社或宗族成员的乡村民众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公民 9 。1932

1《清江甲长行凶杀人》，《申报》1934 年 12 月 8 日。

2《扬州七旬妪冤愤暴毙》，《申报》1936 年 9 月 12 日。

3 海门分卷编辑委员会编：《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海门分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65 页。

4《昆山保长劝阻演戏被殴》，《申报》1937 年 2 月 18 日。

5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41 页。

6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沈炜、秦美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81 页。

7［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8 页。

8 彭勃：《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古代传统的中西比较》，《新东方》1999 年第 5 期。

9［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和乡村》，岁有生、王士皓译，中华书局，2008年，第 247-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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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民党政权以保甲制度取代地方自治，组织民众训练，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随后，江苏省民政

厅明确规定通过保甲会议来确定讨论范围和方式等，“以训练保甲户长公民常识、团体生活习惯，并藉

以促进保甲以内一切自治事宜。”1 在自上而下行政网络铺设的基础上，国民党政权依靠区长、乡镇长

以及保长等为代表的新官绅阶层，取代传统乡绅阶层，借以扩大统治基础2。无论是从官方话语还是从

后人的回忆中都能看出乡村权势的转移。例如 1936 年江苏省规定各县征收田赋时，“除设置催征警

外，应当指挥区乡镇保甲长或当地公正士绅负责协助办理。”3 换言之，即以功能而论，保甲人员与公

正士绅之间已无太大差别。又如有人回忆道：“自从举办保甲之后，乡保长取代了以往领导老圩局的总

办、圩董、庄董、段董等职务，他们领导乡民修筑圩堤治水，曾经的圩董、庄董和段董的名称已不复存

在。”4 不难理解，在一些民事案件纠纷中，民众开始邀请受过正式训练的乡镇保甲长充当调解人。

在以保甲制度为代表的国家行政权力进入乡村的同时，国家开始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

对乡村社会进行干预。“传统的官民关系在国家权力的扩张中发生了改变，官民之间的距离日益逼近，

百姓所感受到的国家压力越来越大。”5 抗战前江苏省作为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民众所感受到的

国家政权的压力更为强烈。以办理保甲成绩作为考核县长等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因此，一些县

长能够在“天热如火”的酷暑天气深入偏僻乡村巡视，有的县长能在雪夜里视察保长训练，有的县长在

保甲编查时期的 120 天内便到乡间巡视了 30 多次6。保甲编查完成后，国家政令日益繁多，政府官员

和军警督率乡镇保甲长进行检举盗匪、催缴赋税、水利征工、强迫识字教育等事务，在暴力机器的催逼

下，“壮丁壮妇莫不疲于奔命，一似大祸临头，虽无怨言，乃忍气吞声耳。”7 甚至一些地方名流和士绅

也在国家赋税催收的巨大压力下感到失望，有的还选择了自杀 8。在国家权力扩张之下，作为国家与乡

村各种压力之下的乡镇保甲长，其地位比较尴尬。由于乡镇保甲长一职属于无给职，没有物质报酬，且

要耗费大量精力，一旦完不成国家政令便要受罚，例如扬中县田赋征收时就规定：“区长、乡镇长、保甲

长、催征吏，于开征日起，逾两个月以上催征完不满七成以上者记过，不满六成者记大过。不满五成者

处罚，不满四成者撤职。”9 因此，一般乡镇保甲长要么辞职，要么消极，甚至有的还背井离乡，“驯至善

良之辈，惟恐出任保甲长，而好事热衷之徒，则趋之若鹜。”10 如此，乡村社会滥用权力状况便不足为

奇，这些保甲人员追求私利，欺诈乡民，乡村社会便不时陷入动荡的深渊。

其次，民众反抗乡镇保甲长侵害其生存利益的表达实践，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权力扩张的

限度和方式。

不可否认，作为后发外生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走了一条国家主导的“有规划的社会变迁”道路。在

自上而下强制推展过程中，政治精英大多都以与现代化发展的对立或落后的立场定位农民，将其视为

1《江苏省政府二十四年行政计划》（1935 年 7 月 6 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宗号：1054-1-899。

2 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376-390 页。

3《修正江苏省各县田赋征收规则》（1936 年 4 月 28 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宗号，1054-1-491。

4 易团九：《老圩局的往事》，兴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兴化文史资料》第 13 辑，1988 年，第 16-17 页。

5 王奇生：《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以 1927 年至 1949 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历史研究》

1999 年第 2 期。

6 杨红运：《从江北到江南———抗战前江苏省保甲制度推行的原因及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4 年第 7

期。

7 沈家琪：《户口总复查之回忆与感想》，《江苏保甲》第 2 卷第 10 期，1936 年 6 月。

8《苏州耆绅费仲深作古》，《申报》1935 年 4 月 10 日；《苏州田主杨评玉自缢》，《申报》1935 年 7 月 9 日。

9 扬中县政府编：《扬中县土地陈报专刊》（1937 年），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宗号：MZ-7-18。

10 辰侯：《苏省保甲运用之探讨》，《江苏保甲》第 3 卷第 7 期，193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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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造”和“被解放”的对象，如此形成了农民强烈的依赖特性1。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便可以忽视

乡村政治变迁中农民的反应。从底层政治角度来说，无论国家如何回应农民的反应，“农民的行动改变

或缩小了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正是以这样一种非叛乱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压力以外, 农民经典

性地表现出其政治参与感。”2 20 世纪 20 年代起，江浙农村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现代工业、交通、

邮电和教育的发展，民主革命思潮和社会改良运动的推行，农民离开乡村到城市做工的日常体验等，

这些都对千百年封闭保守的乡村社会意识形成了冲击。普通乡民不同程度去除了政治麻木感和疏离

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甚至对千百年的“规矩”和“命运”的安排提出挑战 3。

正如一个硬币有两个面，国家权力扩张正是基层权力的失控与乡村社会冲突的深层原因，但是，

它也为民众诉诸国家政权抑制乡镇保甲长滥用权力提供了机会。在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侵害民

众生存利益的诸多事件中，民众诉诸国家政权、士绅，或者在乡村伦理旗帜下的集体动员，其背后都有

国家政权无处不在的干预。他们都希望国家政权能够倾听冤屈，为其主持正义，甚至试图联合国家政

权来对付乡镇保甲长。正如有学者所言：“制度和组织的缺陷使乡村冲突频频发生，而且总是扩展到更

高的行政机构。‘邀请’上级机构进入基层秩序，这不仅鼓励了上级的干预，而且错过了基层社会自治

的发展契机。”4 即使在捣毁区乡镇公所的暴动中，民众反抗也往往表现出自卫性和狭隘性，他们并未

现出攻击现行秩序的企图，相反，只是为了重建现行秩序，“为了纠正某些错误，或者为了恢复先前的

规范———他们很容易将其理想化。”5 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众与乡镇保甲长的各种冲突，又为国家政权

以仲裁者和调解者的身份全面干预乡村社会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另一方面，从民众反抗乡镇保甲长的表达渠道来看，国家权力必须在尊重乡村社会自我表达的前

提下才能实现有效扩张。20 世纪上半期的“国家政权建设”要求乡村政权的官僚化和合理化，地方权

威的授权来源逐渐由乡村社会改为国家政权。然而，这种整合更多地停留在机构设置和身份委任的层

面，原有的治理规则、管辖范围和规则仍然延续6。换言之，国家政权授予的乡村权威必须在得到乡村

社会认可的情况下，国家政令才能得到有效贯彻。不难理解，为何要求下乡视察官员需留意“保长是否

切实奉行其资望标准”以及“对于政府法令是否切实执行”了7。仅此而论，抗战前江苏省政府规定乡镇

保甲长必须正式选举，并对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都有相关推定，但它也强调乡镇保甲长任用的地

方性，强调“寄居当地不足二年者”和“行为不正乡里不齿者”不得选为保甲长。当许多被推选的保甲长

辞职时，江苏省政府要求各县劝导他们“既被推选，即应敬桑梓，克尽厥责，不得冀图个人安逸，藉故请

辞。”8 在民众与乡镇保甲长的冲突过程中，国家通过惩处不法官员，安抚民众，发挥公正士绅的表率

作用，让外来正式制度与乡村社会习惯相互融合，这些看似有限的妥协或者“退步”，却在相当程度上

平息了乡民的愤怒，这反过来换取了民众对国家政策的支持，最终推动了国家权力更大程度的扩张。

例如抗战前江苏省保甲制度推行各项政令取得了显著成效，具体表现为：江北数十年匪患受到抑制，

烟毒问题得到一定程度治理；通过清丈土地，省财政收入状况逐步好转；组织数十万民工改善水利设

1 王先明：《20 世纪前期乡村社会冲突的演变及其对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4 期。

2 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2007 年第 7 期。

3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33 页。

4 张 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47 页。

5［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46 页。

6 张 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1 页。

7《江苏省民政厅视导员要点》（1936 年 1 月 17 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宗号：1051-1-490。

8 江苏省民政厅编：《江苏省保甲总报告》，江苏省民政厅 1936 年，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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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交通设施，其中以导淮入海工程最为有名；实行强迫识字教育，提高民众素质等 1。在此，我们不难

看出国家权力扩张的轨迹呈现出波浪式的图景：即扩张—引发冲突—向乡村社会妥协—更大程度的

扩张。

再者，乡村社会冲突过程中的国家、保甲长和民众以不同姿态介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

合，使得国家与乡村关系呈现出复杂的互动。

关于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杨念群等主张的“家国同构论”，王先

明和杜赞奇为代表的“乡村自主空间论”，梁治平和沟通雄三为代表的“国家 / 社会连续统论”，费孝通为

代表的“差序格局论”，徐勇为代表的“内核—边层理论”，黄宗智为代表的“第三领域”，孙立平等代表的

“总体性社会”等2。不过，这种整体的、实体的国家 / 社会观受到了主张“过程—事件分析”学者们的质

疑。他们认为，仅仅强调国家视角或者本土视角是不够的，“过程一事件分析”的研究出发点“是力图将

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在这样的一种动态过程中，静态

上可以认定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以及二元双方各自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模糊和混淆了。”3

这种研究倾向对本文讨论的主题来说也具有很大的启发。国家、乡镇保甲长或民众三者的关系在

不同情形下具体分析，“即使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历史发展条件下，个体和集体并非就注定只有一种选

择，不同的决定……这些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决定，是会带来不同的结果的。”4 当民众利益受到乡镇

保甲长侵犯时，他们可能会采取诉诸国家法令和行政机关为代表的正式制度，也有可能诉诸乡村伦理

和士绅网络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而且，民众眼中的“国家”是随着不同情形而变动的，如果低一级政

府无法满足其诉求，他们可能会在乡村精英领导下以温和或暴力的方式引起高一级政府的关注。再以

乡镇保甲长来看，他们可以有多种角色，无论是保护型经纪抑或赢利型都不足以全面概括。抗战前江

苏省不乏一些公正士绅担任该职务。例如有的为了维持地方治安而大义灭亲；有的用自己诊所收入来

购买枪械，并在凛冽寒风中组织村民巡逻；有的为了兴办学校而捐出自己的房子；有的为了兴修水利

而累得口吐鲜血等，他们较好地协调了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当然，有相当多的乡镇保甲长则借助国家

政令趁机鱼肉百姓，中饱私囊。当土地清丈和禁烟禁毒等政策危及部分乡镇保甲长的利益时，他们可

能会鼓动民众公开抵制国家法令5。有时，乡镇保甲长成为军警和政府官员敲诈和威逼的对象，民众可

能会与其集体反抗外来侵入者6。可见，国家、乡镇保甲长和民众构成的三者关系中，有时其目标基本

一致，有时两者结成短暂的联盟来反对第三者，有时一方利用另一方来打击第三方，这使得乡村权力

呈现出犬牙交错的态势。

抗战前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如江苏省），国家政权相对强大时，它对乡村社会的资源汲取有限

时，地方民众尚能承认其合法性，“它使农民社会在传统治理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所带来的破坏性冲

1 杨红运：《年龄、权力与国家话语———以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的选任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4 年第 7 期。

2 郑卫东：《“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中国乡村研究综述》，《中国农村》2005 年第 2 期。

3 孙立平：《“过程 - 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 - 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

国社会学》（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114、120 页。

4 甘阳：《序言》，载［美］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和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年，

第 5 页。

5 陈一郎：《办理土地陈报与保甲运动》，《江苏保甲》1936 年第 2 卷第 18 期；唐清平、刘彦洪：《城西反土地陈报斗

争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砀山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砀山文史资料》第 1 辑，1986 年，第 88-95 页。

6《松江城区巡长诈财彻究》，《申报》1936 年 5 月 10 日；《南汇员警敲诈拒款》，《申报》1937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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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最小化，也在相当程度上减缓了国家和地方当权者的合法化危机。”1 抗战爆发后，动荡的战争环境

并没有给国家整合乡村提供足够的时间和资源，保甲制度完全沦为国家征兵和摊派的工具。同时，国

家政权不断摧毁旧有的地方权力网络，“文化网络在国家范围内赋予乡村精英领导作用的能力却在丧

失”，这种权威危机造成的政治真空，为赢利型经纪钻入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 2。在各方疯狂争夺乡村

资源的过程中，他们与国家一同走向了乡村社会的对立面，从而招致了乡民极大的怨恨和反抗。在频

繁的乡村社会冲突中，国家与乡村社会博弈的空间日益狭小，最终致使政治系统陷入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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